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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遗址形成过程（或成因）研究是以地质考古学的研究手段为出发点，解读古人类遗址的形成和埋

藏过程，其研究结果对正确解读遗址完整性和早期人类生存行为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方向在中国尚未

引起足够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鉴于

旷野遗址在保存早期人类化石及遗物方面的特殊地位，本文以地质考古学为出发点，系统分析有关旷野

遗址形成过程研究所涉及的科学问题，对 Glynn Isaac 在东非创立的一套系统解读旷野遗址形成过程研究

所涉及的指标进行梳理。此外，作者以古人类活动遗物的埋藏和空间分布特征为切入点，详细介绍目前

从事旷野遗址成因研究所涉及的关键指标及学术意义，并对中国境内有关遗址成因研究以及旷野遗址形

成过程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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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eral study review of 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for Paleolithic open-air sites

PEI Shuwen1,2

1. Key Laboratory of Vertebrate Evolution and Human Origins,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4; 2. CAS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Life and Paleoenvironment, Beijing, 100044

Abstract: The study of 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is an important field of research in 
archaeological geology or geoarchaeology, which enables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and 
depositional processes of early human sites. Understanding of formation processes bears great 
significance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ite integrity and early human adaptive behavior. However, 
new developments on the study of 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have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in paleo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a.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shortcoming has reduced 
the impact of Chinese paleoanthropological and paleolithic research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a. 
Considering the special relevance of open-air sites in preserving early human fossil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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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aeological remains, this paper aims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geoarchaeology as starting 
point in any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nd presents a state of the art on the research in open-air 
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Concepts and models developed by Glynn Isaac to classify eastern 
African assemblages are discussed. After evaluating the taphonomic proxies and spatial patterns 
as foundations for research in 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the key features of assemblages (i.e. edge 
damage, technological composition, artifact size distribution, refitted data, artifact density, cluster 
analysis,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fabric analysis, etc.) retrieved during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s well as their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longside, a review and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us of the studies of 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in Chinese 
paleo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are also proposed by the author in the current paper.

Key words: Paleolithic; Geoarchaeology; 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Open-air sites; Hydraulic 
disturbance; Glynn Isaac

人类起源与进化是晚新生代地球演化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类化石及其遗物则

是揭示早期人类体质演化及其行为发展历程的重要材料 [1]。这些材料埋藏于不同的地貌和

沉积环境，主要包括岩溶洞穴、裂隙和岩厦等石灰岩发育区 [2-3]，以及有水动力条件参与

形成的河湖相沉积区 [4-5]；此外，冰川、黄土、海岸带和沙漠等沉积环境也常常保存一定

数量的早期人类活动遗存。揭示不同类型古人类活动遗址的形成过程成为当前古人类学和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6-7]，其研究结果对判断古人类活动遗址的完整性

和准确解读早期人类生存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端，在研究早期人类起源、演化与技术发展领域具有重要和特

殊的地位。自上世纪 20 年代末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现和研究 [8-9] 开始，学术界就一

直关注古人类活动遗址埋藏类型和形成过程的研究。鉴于人类化石和遗物发现于洞穴和裂

隙沉积，有关遗址形成过程的地质考古研究多围绕这种沉积类型而设定 [10]，而大量保存

于旷野河湖相沉积的早期人类活动遗址由于缺少相关地学研究的协作而浅尝辄止。同时，

由于缺少此方面的学术交流，西方系统的遗址成因研究思路和手段一直未受到我国学者的

重视，导致我们的部分研究成果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 [11-12]。基于这种状况，本文以地质考

古学（或考古地质学）为出发点，重点介绍有关旷野遗址形成过程研究所涉及的科学问题，

对研究中常用的关键指标及其学术意义进行阐述，并对中国境内有关遗址尤其是旷野遗址

形成过程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讨论。

1 地质考古学与河湖相遗址形成过程研究

早在上世纪中叶，科学家就开始关注人类学和地质学之间的相互关系。1958 年，奥

地利地质学家 Heinrich Häusler 提出了人类地质学（Anthropogeology）的概念，随后，

瑞士地质学家 Heinrich Jäckli 和德国地质学家 Rudolf Hohl 分别于 1972 和 1974 对该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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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明确说明，指出该学科将人类的历史看作地质演化历史的一部

分，研究手段包括了地质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工程技术等学科的多种研究方

法 [13]。1979 年，德国地质学家 Werner Kasig 重新审视了该学科的研究思路，并将研究出

发点聚焦于人类活动对地质过程的适应 [14]，并于 1980 年提出考古地质学（Archaeological 

Geology）或地质考古学（Geoarchaeology）的概念 [15]。

      地质考古学是借助地质学、地理学以及其他地球科学的研究手段，来解释考古学中有

关遗址地层的形成过程，进而复原人类演化历史的一门交叉学科。该学科重点关注的领域

是自然地质过程对遗址的改造和再沉积过程（亦称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研究对象包括土壤、

黄土、碎屑物等在内的保存人类活动遗存的各种沉积物。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手段来看，地

质考古学与环境考古学有一定交集，但后者更为关注史前人类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近

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制图学（CC-computer cartography）、地理信息系统（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等高模型（DEM- digital elevation model）等技术也

被运用在地质考古学研究中 [14]。随着学科的发展，地质考古学研究已成为古人类学和旧

石器时代考古学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在地质学研究手段的支持下，结合出土遗物本身的

多视角分析来复原遗址的形成过程，逐渐成为揭示早期人类活动遗址的完整性和人类生存

行为信息的重要基础与前提 [16]。

河湖相沉积是地球表层的重要沉积类型，其间保存了丰富的早期人类活动遗存，是

进行早期人类演化和技术发展研究所重点关注的沉积体系。最早关注并开创该类型遗址形

成过程研究的是南非著名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 Glynn Isaac。他依据多年在东非从事早期

人类活动研究的经验，在 1967 年首先提出了遗址出土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的排列方式能正

确解读遗物被水流改造或再沉积过程的观点 [17]，对客观解读古人类的适应行为具有划时

代的意义。在他的指导下，印第安纳大学的 Kathy Schick 在肯尼亚 Koobi Fora 遗址开展石

器制作和埋藏实验，验证了从事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的多项指标 [18-19]，并被后来的学者广泛

采纳。该研究思路聚焦遗址的沉积类型，通过分析出土遗物的分布特点，复原遗物埋藏过

程受水动力改造程度的大小以及再搬运和沉积的过程。研究表明，保存在细颗粒沉积物且

极少受到改造的遗址（如湖泊边缘、河漫滩等）被认为是原地埋藏（primary context），

而那些保存在高能量水流沉积体系（如：河流阶地、片流河道、冲积层等）中的遗址被称

为次生埋藏（secondary context）[20]。

Glynn Isaac 的研究首先将考古遗存看作是多种人为和自然因素叠加的多层级沉积体

（palimpsests），因此，人类行为的揭示就难免要综合考虑生物（biological agents）和非

生物因素（aboitic agents）在遗址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21-22]。该方法创立后，迅速在

非洲、欧洲和西亚的古人类学研究中得以推广和发展，并在解读人类行为方面改变了以往

学术界的众多传统认识 [23-31]。经过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有关河湖相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的

指标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强化。下文就目前研究中常用的指标进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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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古人类活动旷野遗址成因研究主要指标

      旷野遗址形成过程的研究参数主要来自遗址地层沉积物和出土遗物两个方面，两者互

相印证进一步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2.1 地学参数

      最初的地质考古学研究手段由从事地学研究的学者来进行，重点关注地貌、地层、沉

积物和各类水动力和环境代用指标 [32]，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1 遗址地貌特征

      早期人类活动旷野遗址均保存在晚新生代地球表层松散堆积物中，分布在各种地貌类

型，因此，识别遗址所在的地貌类型或古地貌景观尤为关键。地貌部位和地形的发育及特征，

对判断遗址形成时的地貌景观，以及推测人类依据周边各类资源所采取的生存策略有重要

意义。传统的工作方法是通过地貌调查和地形识别来解读遗址埋藏的地貌（geomorphology）
和地形（topography）特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地理信息系统 [33-34] 和计算机制

图学 [35] 的发展，研究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ArcGIS、Surfer、Photoscan 以及各类共

享数据支持下的开放网站，都为复原和制作遗址地貌和地形特征以及高分辨率图件带来了

方便。在现实研究中，一张集地形、植被和水体等信息的彩色高分辨率三维景观图 [15]，可

以显著增加研究的科学性和视觉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遗址形成过程的复原打下基础。

2.1.2 地层沉积特征

      保存早期人类遗存的旷野遗址地层多为未固结成岩的沉积物。通过对地层剖面各自然

层之间的垂向和横向关系的野外观测，研究者可以从多方面探讨沉积物形成的地质过程，

如通过沉积物的成分、组织、构造、边界特点和化石含量解释沉积物源区域和沉积区域的

古代环境条件 [32]。一般来讲，灰色或灰绿色发育水平层理的黏土和粉砂沉积常反映水体

相对较深且以还原为主的沉积环境，交错层理发育的棕黄色或灰黄色砂层常代表水动力相

对较强且以氧化为主的沉积环境，而以砂砾石为主要沉积物的灰色或灰黄色沉积体多代表

靠近物源区或者河床的沉积环境。在具体工作过程中，该指标多将人类活动当作地层沉积

的自然过程来考量。通过宏观识别沉积物的空间展布特征，判断遗址地层的几个大的沉积

单元，进而确定古人类活动的具体层位，并将古人类活动放置在一个相对较广的沉积过程

中考虑，这也是从事遗址成因研究的基础与前提。

2.1.3 粒度分析

      在一个分散沉积物系统中独立的三维个体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颗粒（particle），颗粒的

大小被称为粒度（grain size）。在不同的沉积环境、地形条件、搬运介质和水动力条件下，

沉积物本身也按照颗粒的大小相应地以不同的搬运方式埋藏至沉积区。对沉积物进行粒度

分析是一项传统的沉积学研究方法，它主要研究组成沉积物的各种粗细颗粒的机械组成及

颗粒大小以及各粒级的百分含量，进而推断沉积物埋藏过程中所受机械营力大小以及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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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32,36]。以往的分析方法多采用筛分法和沉降法，目前多采用激光和电镜法进行测试。

由于粒度分析重点揭示机械营力对沉积物搬运和埋藏的影响，因此，该技术为从事古人类

遗址成因研究者所青睐。一般来讲，颗粒越小在形成过程中受到的搬运营力越弱，相反粗

颗粒常代表较大的水动力搬运条件。在古人类遗址成因研究领域，多数保存完好且遗址完

整性较好的遗址均埋藏在较弱水动力条件下的沉积环境，如：细颗粒河漫滩、湖泊边缘、

黄土堆积中；而河流阶地、湖泊边缘片流河道和砂砾石层沉积物中的遗址常常缺失多种古

人类活动的有效信息。

2.1.4 磁化率

磁化率（magnetic susceptibility）是物质在外加磁场作用下的磁性响应能力的量度，

主要反映沉积物中所含磁性矿物的富集程度。河湖相沉积物的磁性强弱主要受气候、水文、

地形、物源及植被的影响，是沉积过程和环境分析的常用参数。相关研究表明，河湖相沉

积物的磁化率值与其粒度的大小呈正相关关系，即高磁化率值常对应相对较粗的颗粒物，

这也从侧面反映高磁化率可指示相对温暖湿润且水动力较强的生态环境，而相对较低的磁

化率值常对应相对干冷且水动力条件较弱的环境 [37-38]。对于保存古人类活动遗存的旷野遗

址来说，沉积物粒度大小与磁化率值高低的关系恰好用来解读遗址形成过程中水动力条件

的强弱。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粒度和磁化率值在地层剖面上的纵向变化，需要在一个相对

较厚的地层沉积体系内才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需要将保存人类活动遗物的“文化层 ” 放

在整个沉积体系内来研究，避免仅仅在文化层内进行解读。

2.1.5 其他指标

      除上述有关遗址成因研究的指标外，学术界通常借助揭示沉积物形成过程的其他参数解

读保存古人类活动地层的沉积和环境变化过程。例如，土壤微形态分析可反映地层成土作用

过程中的动力与环境机制 [39]；不同黏土矿物组合的变化可揭示沉积物形成过程中受生物和

气候条件的影响程度 [40]；常量元素地球化学分析有助于获得沉积物形成过程的化学风化信

息和气候变化过程 [41]；易溶盐分析能有效揭示湖相遗址在不同形成阶段的古气候环境与水

系变迁 [42]；等等。这些研究手段均比较成熟且在第四纪地质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具体哪

种参数可以在遗址形成过程研究中发挥作用，取决于遗址的埋藏类型和地貌及地层特征。

2.2 考古遗物参数

相比地学的各种指标和参数来说，发掘获得的第一手考古资料对于解读遗址形成过程具

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考古遗存的各类信息和参数主要包括埋藏学和空间分析两个方面 [43]。

2.2.1 遗物埋藏学参数

      埋藏学参数（taphonomic parameters）是古人类活动留下的遗物和伴生物本身的特征，

考虑到脊椎动物化石埋藏学是另一门科学，因此，这里主要涉及石制品的各类参数指标。

A．	石制品技术组合
遗址出土石制品的技术组合（technological composition）在一定程度上能揭示遗址受

改造搬运程度强弱，进而反映遗址保存早期人类活动信息的完整性。如果一个遗址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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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后期水流搬运改造可能导致了古人类生产石制品的技术信息的缺失 [44]。图 1 表示近

原地埋藏的水洞沟第 7 地点（SDG7）[45] 与泥河湾盆地飞梁遗址 TOK 探方（FL-TOK）[46]

以及异地埋藏的丹江口库区马岭 2 号地点（ML2A）[47] 遗物受后期改造的差异。从图中可

以看出，虽然三处遗址的剥片类均在 10% 以下，但 SDG7 相对其他两个遗址更低，表明

技术信息丢失微弱；异地埋藏的 ML2A 地点虽然受到明显的水流搬运和改造，但其技术

组合和受到较弱水流改造的FL-TOK探方基本类似，说明两个遗址都保留了基本技术信息。

B．	石制品风化和边缘磨损程度
      石制品风化程度（degree of weathering stage），即化学蚀变程度，是石制品产生后暴

露地表或者被埋藏后，其破裂面接受化学蚀变而颜色和结构改变的程度，学者们常将风化

程度分为 4 级 [48-49]。石制品磨蚀程度（degree of abrasion stage），亦即物理机械磨损程度，

指石制品产生后在埋藏过程中受到水流等营力影响而使石制品边缘受到磨损的程度，国际

学术者也常将磨蚀程度分为 4 级 [48-49]。相比石制品外表化学风化程度反映石制品制作后暴

露在地表的时间长短（不同原料存在差异），石制品边缘的磨蚀程度（roundness or edge 
damage）则直接反映石制品制作后至埋藏过程中所受水动力搬运和改造的大小程度 [20,44]。

需要指出的是，古人类使用、动物踩踏和自然水流磨蚀等都会在石制品边缘产生各类痕迹，

研究者需要在显微镜下对标本边缘的微痕进行观察，来区别不同痕迹的产生原因 [50-51]，只

有这样才能保证研究者在鉴别边缘磨损程度时的可信度。一般来讲，原地埋藏或极少受后

期水流改造的石制品多外表新鲜，且边缘保存完好；而受水流搬运改造较强的石制品组合

则常显示原始颜色改变且边缘受不同程度的磨损。

C．	石制品尺寸分布区间
石制品个体大小分布区间（artifact size distribution 或 artifact size curve）是反映石制品

组合自制作完成至埋藏过程中，所受水动力搬运和改造程度的有效指标 [5,18,31,52]，在实际研

究中常用石制品组合中废片类石制品的个体大小（debitage size distribution）来统计。Kathy 

图 1 水洞沟第 7 地点 [45]、飞梁 TOK 地点 [46] 和马岭
2 号地点 [47] 剥片类和废片类石制品统计图

Fig. 1 Ratios of flaked pieces/detached pieces of lithic 
artifacts from SDG7[45], FL-TOK[46], and ML2A[47] sites

石制品的生产活动，那么其产品在技术上

应该呈现一致性（coherency），尤其是

石核与废片的比例；如果出现不一致的现

象，我们应该考虑包括水流搬运和分选

的可能性 [18]。根据 Kathy Schick[18-19] 所进

行的实验研究，对于一个石制品组合保

存较为完整或原地埋藏的遗址来说，如

果使用直径为 5mm 的网筛进行筛选，最

大长小于 20mm 的碎屑 (SFD/small flaking 
debris)[6]的比例一般为60-75%甚至更高。

在统计石制品组合的过程中，学者们常

用剥片类产品（Flaked Pieces）和废片类

产品（Detached Pieces）的比例来表示，

比值越小可能反映遗址受改造程度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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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7 地点的曲线几乎和实验曲线吻合，而 FL-TOK 探方与 ML2A 地点均缺少了部分细小

的石制品，尤其是后者 L<2cm 的标本缺失，表明细小标本被后期的水流搬出遗址区。

D．拼合研究
石制品拼合研究本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复原古人类技术序列的重要研究手段，它

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石器技术、古人类思维和行为方式、遗址功能等多方面的

信息 [53-54]。但在该方法创立伊始，其对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的意义就被发现 [53]，随后，多数

学者运用一个石制品组合中可拼合标本的空间信息，揭示遗址埋藏过程中技术信息的完整性，

进而复原遗址形成过程中所受次生改造的影响程度 [55-57]。一般来讲，遗址出土石制品可拼合

标本的比例越大，表明石制品埋藏后所受后期改造的程度越小；反之，若一套组合中难以寻

找到可拼合的标本，在排除人为因素之外，水动力改造和搬运造成信息缺失则是主要原因。

在实际研究中，学者们常通过计算一套可拼合标本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位置和距离来分析

埋藏过程中外力的强弱，从侧面评价遗址形成过程中后期水动力参与的程度。

E．石制品和其他伴生遗物的关系
       在遗址出土的所有遗物当中，除石制品之外的其他遗物（主要包括未见人工痕迹的砾石、

岩块和动物化石等），在判断遗址形成过程方面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1,43]。若遗址除

出土石制品外，还伴生大量的未见人工痕迹的砾石和岩块（unmodified lithic materials），

尤其是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活动遗址，这种情况很可能是自然搬运的产物；若大量

石制品伴生极少量的砾石或岩块，则应更多地考虑是否是人为搬运制作石制品的备料 [44]。

此外，遗址伴生的动物化石遗存的特征，包括保存状况（bone preserve condition）和表面

痕迹（surface modification）等，也是判断遗址成因的重要因素。若动物化石保存新鲜且表

面可见人类砍砸或割切的痕迹，则人类活动在遗址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反之，若

伴生动物化石破碎且磨蚀较重，水流搬运和改造是遗址形成过程中的主要营力 [44,58]。

图 2 水洞沟第 7 地点 [45]、飞梁 TOK 地点 [46] 和马岭
2 号地点 [47] 石制品废片尺寸大小区间统计图

Fig.2  Debitage size distributions of lithic artifacts 
from SDG7[45], FL-TOK[46], and ML2A[47] sites

Schick[18] 在东非根据多个实验（n=107）
的研究结果，绘制了一条关于废片类石制

品的尺寸分布曲线，用以代表发生石制品

生产活动且未受水流分选的遗址内废片的

尺寸分布特征。这条曲线在尺寸 L<2cm
处显示出一个明显的峰值，随着尺寸的增

大曲线急剧下降。这表明尺寸较大标本的

减少是一个正常的未受水流改造的现象，

而个体较小标本的缺失常表明遗址形成过

程中标本被水流搬运出遗址区。图 2 为实

验曲线和近原地埋藏的水洞沟第 7 地点

（SDG7）[45]、泥河湾盆地飞梁遗址 TOK
探方（FL-TOK）[46] 及异地埋藏的丹江口

库区马岭 2 号地点（ML2A）[47] 石制品废

片受后期改造程度的差异。图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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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空间分析参数

      空间分析参数（spatial analysis parameters）是古人类活动留下的遗物和伴生物在地层

空间分布的特征，其信息对解读遗址埋藏过程中人类和自然因素所扮演的角色具有重要意

义。同埋藏学参数一样，这里仅涉及石制品的各类指标。

A．	石制品密度
石制品密度（artifact density）是指单位发掘面积内出土石制品的数量和重量，可以指

整个发掘面积也可以精确到每个发掘探方甚至一个自然的地层单元。就整个发掘区而言，

高密度的石制品分布所隐含的早期人类信息相对较低密度的石制品分布来讲是高的，若一

个区域多个地点的石制品分布密度很低，则可能折射了人类活动的频次较低或距离原料产

地较远 [25]。需要注意的是，高密度的石制品分布特点常反映水流搬运的特点，尤其是呈

长条状或局部聚集的石制品分布状况而言。随着学科的发展，研究者开始将发掘区按照微

地貌特征分为多个埋藏区，在这种分析的条件下，如果将石制品的类型和未带人工痕迹的

砾石和岩块区分开来，对判断遗址形成过程中水动力条件参与程度有极大的帮助。

B．	标本空间分布的数字等高模型
标本分布的数字等高模型（DEM）是运用 GIS 技术统计一个发掘区或单个地貌单元

出土石制品在空间的分布状况 [33,35]。相比于传统的表格数量统计和多方向的二维分布图来

讲，DEM 的视觉效果极为明显，可以直观识别发掘区内石制品分布随高程的变化情况。

如果将石制品类型和自然砾石及岩块区别开来，不同区域石制品密度与类型随高程变化的

规律就可判读出来。在研究中，学者开始尝试首先复原一个发掘区内单个文化层底界的微

地貌和地形单元，然后根据标本的 DEM 分布，分析标本随高程的变化规律；同时可识别

出标本的分布和微地貌的斜坡是否存在关系，进而判断水流改造的程度和水流方向 [51,59]。

图 3 水洞沟第 7 地点和马岭 2 号地点石制品分布的数字等高模型图
Fig.3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figures of lithic artifacts from SDG7 and ML2A site 

A) 水洞沟第 7 地点 /SDG7 site；B) 马岭 2 号地点 /ML2A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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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是水洞沟第 7 地点（SDG7）和丹江口库区马岭 2 号地点（ML2A）标本分布的 DEM 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SDG7 标本分布比较密集，深度较大且密度较高的区域反映了标本在原

地制作完成后，受后期地层湿陷的影响而聚集的特点；而 ML2A 地点的标本呈长条状展

布且分布在一个相对较低的范围内，反映水流搬运的特征。

C．	石制品走向和倾向特征
石制品的空间走向和倾向（orientation and dip）分析来源于地学中碎屑物的空间结构

分析（fabric analysis）[60]，Glynn Isaac 首先将其运用到早期人类河湖相遗址形成过程的分

析中 [17, 43]，随后被多数学者运用到不同类型的遗址成因研究案例中 [24-27, 61-63]。近年来，随

着全站仪（total station）和 GIS 设备和技术的全面运用，出土标本的产状信息的获取和后

期处理变得更加方便和有效，分析结果的可信度也得到增强 [64-66]。

实验研究表明，经过流水改造的石制品（尤其是形态上呈长条状的石制品）的走向会

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并可以反映水流的强度和方向。一般来说，尺寸 L<4cm 的带长轴的

石制品的走向常与水流方向平行，而尺寸 L≥4cm 带长轴的石制品的走向常常呈现与水流

方向垂直的状态 [18-19,25]。同时，石制品的倾向与倾角特征的结合是判断水流强度和方向的

图 4 水洞沟第 7 地点 [45]、飞梁 TOK 地点 [46] 和马岭 2 号地点 [47] 石制品走向和倾向玫瑰花图
Fig.4  Rose diagrams showing the orientation and dip patterns on the lithic artifacts 

from SDG7[45], FL-TOK[46] and ML2A[47] sites
A) 水洞沟第 7 地点石制品走向 /Orientation pattern of SDG7 lithic artifacts(n=998); B) 飞梁 TOK 地点石制品走向 /Orientation 

pattern of FL-TOK lithic artifacts(n=447); C) 马岭 2 号地点石制品走向 /Orientation pattern of ML2A lithic artifacts(n=343);    

D) 水洞沟第 7 地点石制品倾向 /Dip pattern of SDG7 lithic artifacts(n=611);  E) 飞梁 TOK 地点石制品倾向 /Dip pattern of FK-

TOK lithic artifacts(n=126);  F) 马岭 2 号地点石制品倾向 /Dip pattern of ML2A lithic artifacts (n=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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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敏感指标 [18]，遗物倾向集中的方向往往代表了水流的上游方向；而遗物倾角的大

小与水流的强度和流速呈正相关，较小的倾角范围（5-10º）往往由较弱的低速水流产生，

而较强的水流往往产生更大的倾角（10-30º 或 ≥30º）[18,25]。需要说明的是，在无稳定河道

的湖泊片流（sheet wash）沉积环境下，古人类活动留下的石制品的走向和倾向信息较为

复杂，需要结合其他指标综合考虑 [4,51,66]。

图 4 为近原地埋藏的水洞沟第 7 地点（SDG7）[45] 与泥河湾盆地飞梁遗址 TOK 探方

（FL-TOK）[46] 以及异地埋藏的丹江口库区马岭 2 号地点（ML2A）[47] 遗物受后期改造的

差异。SDG7 地点的标本走向是随机的，反映无明显后期排列，而倾向略向西北，可能反

映湿陷水流的上游。FL-TOK 的标本走向不明显，而其倾向大致沿西北 - 东南方向，可能

指示无固定河道的片流周期性震荡。而受明显搬运改造的 ML2A 地点标本的走向沿北东 -
南西展布，其倾向西北，反映水流来自西北，和实际水流的流向一致。

3 讨论

3.1 古人类活动信息与遗址形成过程模型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遗址形成过程研究在解读早期人类生存和适应行为方面越

来越受到重视，如何鉴别遗址形成过程中水动力条件参与的程度和大小逐渐成为早期人

类活动相关研究的热点。长期以来，旧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在旷野遗址成因中扮演主角

的情况常被古人类学家视作“人类生活面（living floor）”[67-68] 或“人类居住营地（home 
base）”[69-70] 来表述。古人类学家于上世纪 60 年代初最先在西亚的以色列 ‘Ubeidiya 遗址

发现并确认人类活动面的存在，研究者将密集分布的砾石、石制品和大量动物骨骼解释

为早期人类采集石料、打制石制品并狩猎、食用所为 [71]，但对自然过程对遗址形成的影

响尚未触及 [72-73]。在 1988-1994 年，考古学家对 ‘Ubeidiya 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多个所

谓的“living floors”，但对遗址内遗物的砾石分布特点、石制品组合完整性、风化磨蚀状

况和古地貌研究显示，所谓的“living floors”现象缺乏足够的证据，水流搬运、改造在遗

址形成过程中占据主要因素 [49]。在 ‘Ubeidiya 遗址发现“living floors”不久，Mary Leakey
在东非的奥杜威峡谷（Olduvai Gorge）的发掘也取得重大发现，她在遗址 FLK-North 
level1-2 层位发现 1200 余件 Oldowan 工业石制品和 3300 多件大型哺乳动物化石以及一定

数量的砾石，她将这种现象解释为“living floors”[68]，并将与石制品伴生的砾石解释为人

类搬运原料（manuports）的行为。与此同时，Glynn Isaac 将这一发现和包括 Koobi Fora
遗址在内的多个东非遗址的此类现象解释为“home base”[69-70]，但这种解释一直存在争议。

随着非洲一系列古人类学和考古学工作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如何鉴别遗址埋

藏过程中人类参与和自然因素改造所扮演的角色，并通过实验研究来验证考古学家对出土

遗物现象的解释 [18-19]。对 Olduvai Gorge 早期发掘材料的进一步研究显示，所谓的“living 
floors”和人类搬运砾石为备料的现象均缺乏足够依据，自然水流搬运和改造才是遗址成

因的主要营力，并不存在所谓的“人类生活面”[74-75]。对奥杜威峡谷地质和动物考古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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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显示，先前确认的“home base”也缺乏足够的人类改造动物的行为，多数动物化石的

死亡和集中埋藏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不大，人类居住营地的说法也缺乏足够的证据 [76]。

近年来，古人类学家开始聚焦人类活动遗物数量和空间分布状态在遗址形成过程研究

中所扮演的角色，力图增加遗址功能解读的可信度。以色列学者 Malinsky-Buller 等 [22] 总

结了遗址成因和人类在遗址形成过程中扮演角色的关系，归纳并提出了旧石器时代三种遗

址形成过程的模型，包括人类生活面（living floor model）、快速堆积（rapid-accumulation   
model）和缓慢堆积（slow-accumulation model）等（表 1）。

对于人类生活面模型的遗址形成过程，作者强调人类活动的绝对参与且单一频次的占

据，同时文化层厚度在 10cm 以下且边界清晰 [68]，可以识别出人类活动面和多个彼此分离

的人类活动区域，文化遗物也是同时期形成并保存新鲜的状况。快速堆积模型是基于考古

学和民族学材料结合的前提下提出的，它强调多个人类活动期连续重复地在一个相对较短

的时期保存，埋藏过程较快后期自然营力参与程度较弱，文化层厚度多超过 10cm 且横向

延伸不稳定；在空间上仍可识别出部分人类集中活动区，大部分石制品的外表新鲜或轻微

磨蚀。相比前两种模型，缓慢堆积模型的出发点则是强调水动力条件在遗址形成过程中的

主导作用，且早期人类活动留下的遗物在地表暴露时间较长，空间上无法识别出人类的集

中活动区域，石制品外表存在新鲜和磨蚀严重混杂出现的状况。

此种思路对于我们依据遗址本身的地层和遗物来解读人类的生存行为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而新技术和新方法诸如 GIS 和 DEM 手段介入使得该项研究更具科学性。以 Mary 
Leakey 早期在奥杜威峡谷 Bed-II 的研究为例，其中一处早期阿舍利遗址 EF-HR，由于石

制品密集但动物化石极少，出于谨慎，她没有发表遗物空间数据；然而她仍在遗址发掘区

识别出了几个小型湖泊片流河道，并提出河道之间存在多个人类生活面（living floors）。

近年来，伦敦大学学院的 Ignacio de la Torre 通过新的发掘，采用先进的 GIS 和 DEM 手段

对该遗址的形成过程进行系统研究，文化层底面的水系复原揭示主发掘区 T2 探方存在较

为复杂的水系，而标本的密度恰恰与水系搬运营力消减区吻合（图 5）[51]，表明先前揭示

的人类活动面并不存在。

表 1 遗址成因模型与古人类活动信息
Tab.1 Accumulation models and corresponding archaeological signatures

遗址成因模型→
古人类活动信息↓

生活面模型

(living floor)[68，77-78]

快速堆积模型

(rapid-accumulation palimpsest)[79-80]

缓慢堆积模型

(slow-accumulation palimpsest)[81]

古人类活动频次 一次单一的活动事件 少量活动事件伴随后期再沉积改造的

遗址形成过程，但活动期次可辨

多个活动事件，活动期次边界

被后期改造变得难以识别

古人类活动时间 短暂且单一的人类活动行为 人类活动和地质形成过程交替发生 长时间人类活动，但仅有地质

形成过程可以识别

考古层位属性 文化层厚度多在10cm以下，水

平延伸和顶底边界清楚

文化层厚度多在10cm以上，水平延伸

不稳定

文化层大大超过10cm，且水平延

伸不稳定，垂向边界不清

标本空间分布特点 空间分布不规律，多个分散的

人类活动区域可辨

活动集中区由于后期的地质改造而变

得模糊

无法分辨古人类活动的具体区

域

石制品保存状况 古人类遗存均为同时期形成，

石制品保存新鲜无磨蚀

大部分石制品的外表新鲜 不同保存状况的石制品混杂一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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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遗址成因研究在中国的尝试与发展

中国的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是伴随着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开

始。研究伊始，学者们就非常注重遗址埋藏类型和堆积过程的研究，但主要停留在地层的

划分和剖面的描述层面。虽然新世纪以来有多学科研究介入 [82-85]，但尚未有通过遗物本身

探求遗址形成过程的研究成果推出。我国对旷野遗址形成过程的研究起步于上世纪 80 年

代，1982 年张森水等发表的铜梁旧石器遗址自然环境的探讨 [86]，应该是在探索旷野遗址

形成过程的一个成功尝试；但其研究思路仍是通过传统的地层划分、动物群和部分环境替

代性指标来复原古人类活动的生态环境，应该说这主要为解读早期人类的生存与环境适应

行为开辟了新的思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上一些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开始影响我国古人类活动遗址

的形成过程研究。尤玉柱于 1989 年出版史前考古埋藏学 [87] 著作，从史前遗址堆积类型、

地层结构出发，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界常用的遗址出土动物化石的属种、破碎状况、各种人

为和自然痕迹的分析方法，对遗址形成过程中存在的人为和自然改造过程进行解读，并对

遗址功能进行介绍。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的中美泥河湾盆地合作考古发掘和研究，在中

国旧石器旷野遗址的形成过程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谢飞、卫奇接受了 Desmond Clark

和 Kathy Schick 的田野发掘和遗址成因研究思路，在泥河湾盆地的部分重要遗址开展了成

功的尝试。谢飞等通过石制品的空间分布状况和拼合特点对岑家湾遗址的性质和人类行为

进行解读 [88-90]；对飞梁遗址 T1 发掘区遗物产状分布和片流河道的关系进行剖析，分析水流

改造在遗址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91]。卫奇通过对半山遗址发掘地层和文化遗物的空间分

析，解读了该遗址的埋藏特点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92]；通过对泥河湾盆地地质学框架的梳理，

首次在中国提出旧石器时代考古学领域的“考古地质学”概念，并强调地层学是考古地质

图 5 东非奥杜威峡谷 EF-HR 遗址 T2 探方文化层地面水系解析和标本分布密度解析图 [51]

Fig.5  Main streams networks of the bottom of the archaeological layers and artifacts density of the 
artifacts of T2 main trench of EF-HR site from Olduvai Gorge, East Africa[51]

A) 文化层底面水系解析图 /Main stream networks of channels (identified through field observations), B) 标本空间分布
密度图 /Probability surface of T2-Main Trench: a log-linear regression model based on elevation, slope, flow direction, and flow 

accumulation. Intensity of artifacts is represented by colors from blue (minimum) to yellow (max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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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的基础 [93]。应该说两位学者对泥河湾盆地旷野遗址成因的研究是拉近我们和西方学

者在该领域研究水平的典范。遗憾的是，他们的工作并未引起国内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的

足够重视，究其原因可能与大多数考古学者的教育经历（历史学而非地质学背景）有关。

虽然西方遗址成因的研究手段已经在国内有了成功尝试，但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者凭

主观印象解读早期人类适应行为的现象仍较为流行。张森水于 1993 年发表了对丁村遗址

54:100 地点的石制品研究报告，他依据遗址群内不同地点的石制品大小，建议把 54:100
和 54:102 地点的石制品从丁村大型石器组合中分离出来，归入周口店第 1 地点小石器文

化传统，并代表人类不同的适应方式 [94]。对于该研究，物理学背景出身的山西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王益人，通过对丁村遗址群不同地点埋藏环境的考察和研究认为，丁村文化是一

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且丁村遗址是一个经过河流搬运埋藏的遗址群，各地点之间石制品大

小和类型等特点的差异主要是由河流搬运埋藏的特点所造成的，并不是两种“工业”或两

种文化传统的差异 [95]。随后，北京大学王幼平等在湖北鸡公山遗址的发掘取得“重要突破”，

他们在下文化层发现一个面积近 500 m2 的生活面 (living floor)，在东西长约 30 m, 南北宽

约 20 m 的区域，布满了砾石、石核、石片和各种类型的石制品，由几个石圈组成 [96]。另外，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迎三等在水阳江流域的毛竹山遗址也取得“惊人”发现；在对遗

址性质的解读中，作者认为该遗址除作为储料场和石器制造场外，由于遗迹中石制品的比

例较低，打制石器时应该存在的砾石碎屑很少，砾石的堆积具备一定形状，砾石圈体上存

在比较规则的小圈，有直立的石制品和砾石等，推测砾石环带可能是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

的一处中心营地 [97]。作者虽未到访过鸡公山遗址，却有幸考察过毛竹山遗址并观察过保

存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石制品，该遗址埋藏于河流阶地上，距离“文化层”北侧不

足 10 m 处就分布着厚度超过 3 m 的砾石层，这种高能量的堆积环境在没有动物化石发现

的前提下就解释为人类生活面或居住营地过于牵强；此外，石器组合中砾石数量远大于石

制品数量，细小石制品缺失，石制品周边磨蚀较重，这些均属于水流搬运遗物致细小石制

品至遗址外的特征。虽然这些“遗物”多呈类似于“石圈”等现象，但自然动力搬运甚至

排列砾石的现象甚为常见。

随着学科交叉的深入，地质和环境研究的成果开始影响古人类学研究，在新旧世纪之交，

刘东生和黄慰文开始在地球环境演化视角下，审视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思路。黄

土分布区横亘在欧亚大陆北部，其间蕴含大量地质和环境变化的信息，鉴于其重要性，刘东

生院士于 1999年提出了“黄土石器工业（Loess Lithic Industry）”、“黄土地质考古带（Loessic 
Geo-archaeological Belt）”和“黄土之路（Loess Road）”[98] 等概念，为研究早期人类扩散、

技术交流提供了人与环境关系层面的思考和解释，也将人类、人类所创造的历史和承载着人

类活动的环境背景统一为密切的整体。随后，黄慰文结合中国南方的红土堆积特点，提出了

“红土地质考古带（Latozoic-soils Geo-archaeological Belt）”和“红土石器工业（Latozoic-soils 
Lithic Industry）”[99] 的概念，作为对刘东生建议的补充，并强调南方的红土也是探求早期人

类演化和扩散的重要载体；同时，他再一次地强调了地层学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基

础 [100]，它影响着早期人类活动年代框架的建立和区域生存模式的解读和划分。应该说两位

先生的思路对年轻学者从事早期人类活动研究提供了更为宏观的出发点。

与此同时，旧石器考古学界对早期人类活动遗址成因的研究，却仍停留在对遗址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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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遗物分布特点和出土动物化石所揭示的埋藏学信息层面，如陈淳等于 1998 年在泥

河湾盆地小长梁遗址采用了全球定位系统进行地理定位，分析显示石制品与动物骨骼分布

为水动力短距离搬运沉积的特点 [101]；他于 2004 年出版的《考古学理论》中，重点对动物

化石组合揭示的埋藏学特征进行介绍，并指出遗址形成过程可能受到的水动力改造会影响

遗址功能的解读 [102]；李占扬等通过分析遗址出土遗物的分布特点，推测许昌灵井遗址是

一处古人类制作石器、骨器并使用这些工具进行生产的工作营地 , 埋藏类型主要是湖相沉

积和滨湖相沉积 [103]。遗憾的是，类似的工作似乎并未触及遗址形成过程所受自然营力改

造的关键指标，推测可能缺乏相关理论和方法支持以及不同学科方法的介入。

随着国际交流的广泛开展和学科发展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发现中国的旧石器材料在国际

学术界的显示度仍然较为有限，很难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推出，其中缺乏遗址成因研究是

主要因素之一。近年来，我国学者开始走出国境，主动到西方该领域具有影响力的机构访问

交流，吸收了国际通用的早期人类活动遗址成因的研究方法，将我国的相关研究逐渐推向国

际视野。裴树文等对水洞沟第 7 地点的遗址成因研究，揭示黄土湿陷现象对遗址形成过程的

影响 [45]；对丹江口马岭 2 号旧石器地点的研究，阐释了广泛保存在南方河流阶地的石制品

属于次生埋藏的事实 [47]；通过系统的遗址形成过程指标分析，解读了泥河湾盆地飞梁遗址

群和麻地沟 E5 旧石器地点石器组合的完整性，并强调早更新世水流改造在遗址形成过程中

扮演的重要角色 [46,104]；另外，他培养的研究生也开始在遗址成因研究领域有所贡献 [105,106]。

通过在南非的系统学习，李浩也在遗址成因研究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用多项地质

和考古指标对许昌人遗址成因的研究 [107] 和丹江口库区果茶场 II 地点的分析 [108]，同样引起

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应该说上述工作的开展对我们在早期人类活动研究领域与国际同行接

轨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们融入国际古人类活动研究领域。

4 结论

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目前已成为从事早期人类活动研究不可或缺的方向，我们没有理由

也无法回避。与大多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在遗址形成过程占据主导因素不同，旧石

器时代早 -中期旷野遗址的成因研究在我国却是刚刚起步。在尚未进行遗址形成过程分析

之前，过分解读人类的适应行为不但难以代表研究者的水平高低，反而折射出研究者视野

不足和研究手段的局限，并给研究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本文介绍的方

法多为旧石器时代早 - 中期研究所常用，而对于更多的距今仅为 3-4 万年以来的旧石器时

代晚期旷野遗址，由于形成时间较近，出土遗物更加丰富，因此在田野发掘过程中要花费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获取本文介绍的有关指标；同时，在解读遗址形成过程中，由于受后

期改造的可能性不及早期的遗址那么大，因此，有关人类行为在遗址形成过程中扮演的重

要角色需重点考虑，但自然营力改造的排除仍是解读遗址功能和人类行为的前提。

近年来，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领域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而遗址成因

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古人类和石器技术研究融入国际学术舞台上的瓶颈。我们不仅

要吸收地学背景的学者参与进来，更应该在研究思路上进行调整，传统的地层划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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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已不能满足遗址成因研究的需要，先进的 GIS 和 DEM 技术的运用和发展迫使我们

必须在地质考古学领域进行投入。选择单个重要遗址为突破点，地质、考古和 GIS 等手段

的综合运用，不断推出相关研究成果，将保证我们跟上国际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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